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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
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
分层(1978-1996)＊

吴晓刚

提要: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 , 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
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 ,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
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 ,检验了
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 ,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
阶段是如何变化的 , 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
的分析表明 , 改革初期 ,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 ,
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 , 随着改革的推进 , 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
为自雇业者 , 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
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 , 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
的优势 劣势的变化时 , 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 群体身份的流
动过程考虑进来。

关键词:自雇佣　劳动力市场　社会分层　市场转型

　　私有部门在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出现和随后的壮大是其从再

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onnell &Gold ,

2002)。东欧自 20世纪 60年代晚期 ,中国自 70年代晚期起 ,市场机制

就逐渐被引入到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之中 ,以促进生产力 ,提高人们的

生活水平 。例如 ,在匈牙利和波兰 ,农民和工人早就被允许参加一些农

副业和私有工商业活动 ,以赚取额外的家庭收入(Szelényi , 1988);在中

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他们中

的许多人开始从事非农产业的私人经营活动(Qian , 2000)。城市中的

个体工商业与私营企业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变得非常活跃(Gold ,

1991)。私有部门的兴起给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

影响 ,导致了再分配制度不断地被侵蚀 。

120



私有部门的出现和发展在影响改革中的社会分层秩序中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 ,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转型经济

中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私有自雇活动的利润

(World Bank ,2000:152-154)。以往对后社会主义时期自雇活动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自雇活动的模式 ,即谁会成为自雇业

者;二是从事自雇活动的后果 ,即自雇业者与其他群体相比在社会分层

的结果上(如收入)会怎样 ?在宏观层次的制度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

模式的变化之间(这是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比较社会学家近年来最感

兴趣的题目),劳动力向市场部门的转移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连接桥梁 。

尽管对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自雇活动的研究在关于市场转型的文献

中占有相当多的篇幅(Gerber ,2002;Hanley ,2000;Szelényi , 1988;Róna-

Tas ,1994),而有关中国在这方面情况的研究则相当少 。大部分的研究

集中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动(如 Bian &Logan , 1996;Nee ,

1996;Xie &Hannum , 1996;Zhou , 2000)。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劳动力自

身的市场转型与收入不平等的联系的分析 ,鲜有人关注 。然而 ,这一问

题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变动中又值得特别关注 ,因为中国成功的体制

转型道路正是以私有部门的渐进而持续不断的扩展为特征的。

在本文中 ,我提出一个机会 —流动论的视角来阐明不同的社会行

动者是如何应对随着市场部门的扩张而带来的机会结构的变化 ,以及

在市场部门工作的人的组成变化是如何影响后社会主义的分层秩序 。

通过对 1996 年“当代中国的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调查数据分析

(Treiman &Walder ,1996),首先检验进入自雇业模式在中国城市和中国

农村的背景下有怎样的不同 ,然后通过揭示这些进入模式上的差异来

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收入不平等模式 。

一 、转型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分层

　　本文所说的“自雇活动”(self-employment)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概念 ,

从字面上理解 ,与拿工资受雇于人相对 ,包括在非农产业部门为自己工

作的所有工作。正如斯坦美兹和莱特(Steinmetz &Wright ,1989:979)所

说 , “自雇业者是指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或全部的收入 ,而非

出卖自己的劳动给雇主以获取工资的人” 。从概念上讲 ,“自雇业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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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同于“私营企业主” ,但是他们代表了一个很容易辨识的社会群体 ,

因为他们趋近于私营企业主在经营企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

神(Aldrich &Waldinger ,1990;Gerber ,2001)。一个自雇者既可以雇佣工

人 ,也可以不雇。在中国 ,自雇业者通常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

主” 。

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部门中自雇业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

化 ,即在资源分配机制上的变化和在机会结构上的变化 。首先 ,由于市

场和再分配代表了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 ,在再分配经济中引

入市场机制改变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 ,直接生产者在经济

报酬的分配方面比再分配者更占优势。其次 ,市场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新

的机会。比如 ,经营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沿着

官僚等级发展之外的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Nee ,1989a:667)。

这两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通过两个在概念上不同的过程对社会分层

发生影响的。第一个过程是直接的因果效应:制度变迁直接导致了各

个社会位置得到回报的规则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过程则体现出新的分

层秩序可能来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随后向不同社会位置的

流动 。以前从制度主义视角做出的有关市场转型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

上都只是关注前一个过程 。近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强调后一

个过程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分层结果所起的作用。

(一)制度主义视角: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再思考和超越

市场转型文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党干部相对于新的私

营企业主在经济优势方面的变化(Szelényi &Kostello , 1996;边燕杰主

编 ,2002)。由于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所偏好的有所不

同(Szelényi ,1978),一些学者预测 ,在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将产生一个更有利于直接生产者 私

营企业主而非再分配者的权力转移过程(Nee , 1989a)。一些经验证据

支持了这一命题 ,它们报告说对政治权力的回报下降了 ,而对人力资本

和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回报有所上升。然而 ,另外一些学者用相反的

经验结果质疑了这一观点 ,并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解释 ,以强调政治权

力的维续(power persistence)(Bian &Logan ,1996)、政治权力向经济优势

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Rona-Tas ,1994),以及政治和市场的同步演化

论(co-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markets)(Zhou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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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上述不一致 ,但是参与到这场争论中的学者看起来都相信 ,

他们可以基于所观察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来对社会分

层制度机制的变化做出直接的推论 。比如 ,干部 党员的优势往往可以

归结为再分配机制的作用 ,而对人力资本和私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回报

的上升则可以归结为市场机制的结果。然而 ,根据观察到的不平等的

模式对背后的因果机制做出推论是一个逻辑上的跳跃 ,这样做必须依

赖于许多过度简单和未经检验的假设。因此 ,如果不全面理解社会成

员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过程 ,关于市场转型结果的理论争辩将

没有结果(Zhou ,2000)。

基于此 ,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市场转型争论的框架 ,试图解释

在各种具体的制度背景下发现的不同经验结果。对政治权力和人力资

本的回报的变化可能被一系列中间变量所解释 ,比如工作单位(Wu ,

2002;Zhou ,2000)、当地政府—市场关系(Parish &Michelson ,1996)或者

替代性的收入来源(Walder ,2002),而不是因为市场制度的内在特征 。

因此 ,“谁赢谁输”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

要视市场和国家之间不同的制度安排而定。

在将制度背景具体化之后 ,以前被引用来支持不同理论命题的经

验发现就不再相互矛盾了。泽林尼和科斯泰罗(Szelényi &Kostello ,

1996)曾经指出 ,快速扩展的市场部门产生了很多新的机会 ,而能够利

用这些新的机会的人将成为赢家 。但是 ,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在不

同的情境下是不同的 。改革早期 ,当进入市场的风险极高 、又不需要很

多技术时 ,大部分的自雇业者来源于社会的底层。而当私营经济变得

更具合法性 ,同时市场竞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时 ,那些具有

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人开始加入到市场活动中去。一些干部就是在

这一阶段成功地将他们的政治特权转换为新的经济优势的 。另一方

面 ,如魏昂德(Walder , 2003)所认为的那样 ,市场改革不仅在私有部门

中产生了经济机会 ,它也为公共财产注入了新的价值 ,从而给那些在公

共部门里的干部精英带来了机会 。不过 ,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干部精英

可以侵占国有财产 ,要视制度变迁和法律保障的程度而定;而这两者在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改革阶段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上研究表明 ,从再分配到市场这一宏观的制度变迁对后社会主

义时代干部优势的变化并没有直接的因果作用。相反 ,这些作用在很

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些中间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 ,机会结构的变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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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可以说 ,正是变化了的机会结构将宏观的

制度变迁和个人间分层结果方面的差异联接起来 。

(二)机会 —流动视角

虽然学者们在有关后社会主义分层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了机会结

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机会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仍然只是一个很

含混的概念 ,它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研究 。倪志伟(Nee ,

1989a)曾正确地指出 ,市场经济的出现将改变机会结构 ,并将使得经营

私营企业成为另外一条(向上)社会流动的道路。然而 ,他对中国农村

收入获得的经验分析仅仅用“从被抽样的村庄到城市和到市场的空间

距离”来测量市场机会的作用 ,而没有直接比较再分配和市场两种制度

之间的机会结构 。

在倪志伟所指出的那种二元机会结构下 ,“人们可以沿着官僚等级

往上爬 ,也可以尝试通过市场往上爬”(Szelényi ,1988:65)。但问题是 ,

是哪些人留在了官僚等级之中 ,又是哪些人转向了市场部门? 这一问

题对于理解后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极其重要 。早期的研究发

现 ,在中国农村和匈牙利 ,参与到自雇活动中的主要群体来自于社会等

级中的底层(Nee ,1989a;Szelényi ,1988),他们从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将削

弱共产党干部的相对优势(Cao &Nee , 2000;Nee , 1989a、1996)。但是 ,

干部并不总是停留在体制内的官僚等级之中 。在共产主义体制解体之

后 ,匈牙利的干部精英比普通劳动者更可能将自己转化为公司企业家 ,

并维持他们的经济优势(Rona-Tas , 1994)。在后苏联的俄罗斯 ,前共产

党员继续享有收入优势———而这些优势很难归结于已经解体了的社会

主义制度(Gerber ,1999)。

最近一些研究明确地将结构变迁包含进解释框架中 ,以分析后社

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分层结果。“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 ,社会位

置在组成上的变化)在概念上和“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 ,产权的

变化)是不同的。在后苏联的俄罗斯 ,戈伯(Gerber ,2002)的分析表明 ,

由制度变迁所引致的结构变迁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机会 ,并由

此产生了社会分层方面的各种不同结果。在中国农村 , 魏昂德

(Walder ,2002)检验了一种特定的结构变迁———当地雇佣劳动力的扩

展———对收入不平等模式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 ,快速的经济增长 ,但

不是农业和私营企业 ,为工薪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这样 ,干

124

社会学研究 　2006.6



部和私营企业主在收入回报方面的变化 ,将依赖于雇佣劳动和私营企

业在当地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 ———而这一相对重要性并不必然与制度

转型有关 。

在这些结构变迁下 ,比如具有较高回报的社会位置(如私营企业

主)增多了 ,人们可以离开他们以前的位置流动到新的位置上 ,也可以

选择不离开。要理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

我们需要详细地研究人们向特定位置的流动过程。吴晓刚和谢宇(Wu

&Xie ,2003:429)则更进一步指出 , “劳动者是动态的社会行动者 ,他们

并不是简单地受市场决定 ,而是通过积极地寻找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位置来回应市场化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强调了不同的流动过程对

收入分配模式变化的影响 ,并且质疑以前许多学者在后社会主义分层

研究中所采用的制度主义的因果解释。然而 ,不同的流动模式作为吴

晓刚和谢宇替代性解释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并没有在他们的分析中得

到经验上的证明 。

在本文中 ,我明确地把“制度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结果”这一过

程定义为“制度转型怎样改变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结构 ,以及个人怎样

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

从这一角度出发 ,本文将着重探讨其中的一个流动过程 ,即进入到自雇

业。这不仅是因为私有部门在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出现是由向市

场经济的制度转型直接造成的 ,还因为与干部和私营企业主相关联的

收入优势已经成为后社会主义分层文献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

二 、中国城乡进入自雇业的模式:假设

　　私有部门的发展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前 30年 ,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1978年之后 ,经济改

革使自雇业和私有部门开始复苏 。与 1989年之后的东欧和前苏联所

推行的激进的私有化措施不同 ,中国的改革者采用渐进的方式来扩展

私有部门 ,而不是关闭国有企业或者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Qian ,

2000)。政府最初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各种限制 。20世纪 80年代

早期 ,只有个体户是合法的。按照规定 ,一个个体户最多只能雇佣 8个

工人 。在很大程度上私营企业主直到 80年代中期才得到承认 ,他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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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是从个体户发展而来的。私营经济在 1989-1991 年间经历了短

暂的挫折 ,在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得到了新的发展 。私营企业

完全合法化了 ,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①

1985年 ,私有部门的工业产出不到全国总产出的 2%,但是在 1997年 ,这

一数字上升到了34%。私有部门中的雇佣劳动力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

1981年的只占全国非农劳动力总数的2%,上升到了 1997年的超过18%

(Garnaut et al.,2001;兰士勇 ,2002;王秀杰 , 2002)。事实清楚地表明 ,有

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扩展了的市场机会来获得社会经济方面的流动。

尽管私有部门的出现在中国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机会之窗 ,但

它的社会意义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言是不同的 。1955年以来 ,中

国政府在全国实行了户口登记制度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和农村中

的机会分布。改革之前 ,农村居民在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是不可

以流动到城市的 ,他们几乎得不到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给城市居民的权

利(Wu &Treiman ,2004)。即使是村庄和镇这一级的干部 ,如果他们没

有城市户口 ,也不隶属于国家的官僚系统 ,因此也不会像普通城市工人

那样拥有一些特权。②

改革开始后不久 ,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基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城市的

再分配部门仍然继续存在。结果是 ,农村的自雇活动为那些在社会主

义体制下被剥夺了社会经济机会的人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主要渠

道。赚钱成了农村家庭 农村居民(包括干部)减少他们不利社会经济

地位的惟一途径 。在城市 ,二元机会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始逐渐出

现。虽然人们的社会保障 、福利待遇和政治发展机会仍然主要是在国

有部门 ,但是私有部门为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也提供了另外一条越来

越有吸引力的道路。

在这样不同的机会结构下 ,城市和农村中的自雇业者在个人背景

方面是不同的。早期的实地调查发现 ,农村的私营企业主主要是生产

队干部 、留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和退伍军人。这些人比普通农民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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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改革年代 ,尽管跨地区的流动和工作的变化相对容易些 ,但户籍制度和社会的相关限
制仍然存在。比如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里去的工人仍然被归类为“农民工” ,并且在城市

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Wang et al., 2002)。

私有部门在 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提升到和国有

部门一样的地位 ,这一点在 1999年被写入了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 2004年的一次

宪法修正案中也被包含了进来(陆学艺主编 , 2004)。



多的人力资本和(或)政治资本(Nee ,1989b)。在城市 ,大部分个体户和

私营企业主来自于社会边缘群体 ,比如农民工 、失业青年 、下岗工人和

退休者。对这些人而言 ,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但通过参与到

私营经济中去 ,他们可以得到更多(Gold ,1991;李强 ,1993)。

因此我认为 ,进入到自雇业的模式在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具体而

言 ,在干部成为自雇业者方面 ,我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城市 ,干部比非干部更不可能成为自雇业者 ,而在农村

并非如此 。

城市干部在国有部门中有另外的机会 ,而农村干部在 1978年之后

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传统和家庭

关系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农村干部倾向于利用他们的社会资

本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 ,然而随着农村中进入自雇业门槛的降低 ,他们

对市场上的经营机会并没有完全垄断。

机会结构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中有所不同 ,它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有所变化 。在过去的 20年里 ,中国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在不断地

变化 。当私营经济被限制为再分配经济的补充部分时 ,参与到自雇活

动中去的人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边缘群体 ,即在城市中没有什么可以

失去的人们。但是 ,随着市场取得更多的合法性 ,而且它在经济发展中

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时 ,作为机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越来越多有能力的

人进入了市场。

在中国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 1992 年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后 ,

从事自雇活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许多干部放弃了他们在城市再分配

部门中的职业机会 , “下海”经商了(Wu &Xie , 2003)。考虑到这些变

化 ,我将时间维度引入到进入自雇业的过程中 ,并检验如下假设:

假设 2:尽管城市干部比非干部仍然更不可能成为自雇业者 ,但随

着改革的推进 ,他们成为自雇业者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

这些不同的转型模式怎样解释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收入分配呢? 吴

晓刚和谢宇(Wu &Xie , 2003)的研究表明 ,市场部门的较高收入(包括

自雇业者)仅适用于一部分在改革晚些阶段进入到市场中的人 。而且

在这些人当中 ,那些更可能留在国有部门但是却自愿地放弃他们的利

益和优势而进入到市场的人 ,往往获得更高的收入(Xie &Wu , 2005)。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城市干部成为自雇业者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晚

些时候进入者的高收入可能只是反映了由干部摇身一变的私营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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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re-converted-entrepreneurs)的较高经济收入 。为此 ,我提出了如下关

于收入分配的假设:

假设 3:在改革的晚些时候成为自雇业者的城市干部 ,往往获得比

其他群体更高的收入 。

假设 2和假设3只关注城市中的转型动力学及其在收入分配上的

结果。原因有二:第一 ,二元机会结构只在城市中存在 ,这一结构阻碍

了劳动者进入到自雇业。第二 ,城市和农村的改革有着不同的发展途

径。在农村 ,人民公社体系在改革开始后不久即被完全废除;在城市 ,

虽然再分配部门逐渐缩减 ,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因此 ,改革阶段

对人们进入自雇业的作用 ,在城市要比在农村更为显著 。随着市场导

向的改革不断深化 ,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佣业的模式可能会趋于一致 。

因此 ,在检验这两个假设方面 ,对农村样本的分析将会与对城市样本的

分析进行比较。

三 、数据 、变量和方法

　　本文对三个假设的检验是基于 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

变迁”调查数据 。该调查在中国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 ,获得了一个

代表全国所有省份(除西藏外)20-69岁成年人的随机样本 ,共 6090

人。该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受访者生活史和职业经历的信息 。其

中 ,农村部分和城市部分的样本是分别得到的 ,有 3003个农村个案和

3087个城市个案。对这两个样本以适当的加权 ,组成了一个能够代表

中国人口状况的全国性随机样本。

本文是研究 1978-1996年间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进入自雇

业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说 ,“自雇业”在中国通常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

业主。这些信息可以从被访问者的职业而获得。然而 ,参与到经营活

动中的劳动者不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职业(Davis ,1999)。而且 ,上述两类

自雇者还没有包括那些从事合作经营但没有正常收入的人。因此 ,本

文将基于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 ,很宽泛地定义“自雇业者” :如果受访

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来自于“经营企业或干个体户” 、“自由职业” 、“在

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中帮忙” ,我们也将其并入到自雇业者这一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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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①

图 1　自雇者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中国城市和农村(1978-1996)

图 1描绘了 1976-1996年间城市和农村劳动力中自雇业者所占

的累计百分比。② 该图所显示的趋势与改革进程是一致的:经济改革

刚开始时 ,自雇业者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城市和农村都仅有 2%的比

例);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 ,自雇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 80年代中期开始

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就城市和农村而言 ,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差别于

1985年之前基本不存在 ,但是在 80年代中期之后有了显著地增加。到

1996年 ,自雇业者在城市所占的百分比是13%,而在农村只占 7.5%。

表1则报告了城市和农村的自雇者及非自雇者在不同方面的特

征。在城市 ,干部和前干部占全体自雇劳动力的 7.44%,大大低于他

们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24.6%)。在农村 ,干部和前干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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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里 ,城市和农村基于样本被选择的地点来定义。改革年代 , 个人居住的地点很可能

与个人所登记的户口所在地不一致。根据 1996年的调查数据 ,城市样本中的 12.4%拥
有农村户口(比如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里的工人),农村样本中也有 4.1%的人拥有城市户

口(比如 ,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教师)。

这一群体主要由第一类———“经营企业或干个体户”组成 ,只有很少的个案在第二类和第
三类。



全体自雇劳动力的 4.92%,略高于他们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3.36%)。①与之类似 ,党员在城市自雇劳动力中只占 2.3%, 但是在城

市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20%;在农村 ,党员在自雇劳动力

中占到了 4.57%,而在非自雇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 6.10%。在教育

分布方面 ,城市中的自雇劳动力比其他劳动力拥有更低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和受教育程度;而农村的自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则比其他劳动

力更高。这些结果显示出 ,城市和农村的自雇劳动力在一些关键特征

方面显著不同。

　表 1　 对所用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

自雇业者和非自雇业者

城　市 农　村

非自雇佣者 自雇佣者 非自雇佣者 自雇佣者

在劳动力市场所占的百分比 86.7 13.3 92.5 7.50

干部 前干部 24.6 7.44 3.36 4.92

党员 20.0 2.30 6.10 4.57

受教育年限 8.72 8.00 5.25 7.45

(4.09) (3.22) (3.85) (2.9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8.6 34.1 66.1 40.2

　初中 33.5 46.8 27.0 49.9

　高中 技校 26.3 16.4 6.50 9.10

　大学及以上 11.6 2.58 .40 .70

农村户口 9.15 31.1 — —

个案数 2641 415 2772 224

　　说明:数据被加权 ,除了受教育年限(括号中的数字是百分比);对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 ,

报告的是均值和标准差(括号里的数字)。

　　在改革时代 ,许多农村居民被允许迁移到城市工作 ,但依然保持他

们的农村户口(见前页脚注)。这些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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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干部身份在城市和农村的样本编码方法略有不同。在城市地区 ,那些报告他们的职业为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或者职位级别是“股级”及以上的人被定义为“干部” 。
农村干部则包括“镇级干部”和“村庄干部” ,他们的职位是受访者直接报告的(Walder ,

2002:238-39)。



到严重歧视(Wang et al.,2002),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而参与到自雇活动

中去 。在本文用到的调查数据中 , 农民工占了城市自雇劳动力的

31.1%,但是只占在城市挣工资劳动者的 9.15%。

为了检验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业的不同模式 ,以及这些模式是怎

样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风险模型(discrete

hazard model)来做统计检验 。离散风险模型将分析单位从个人转换为

在某一特定时间(年)里的生活事件(进入自雇业)。在本文中 ,从 1978

年开始 ,或者从受访者20岁那一年开始(不管是否在 1978年之后),每

一年里所有的非自雇劳动力都被认为是处于进入自雇业的“风险集”

(risk set)中 。那些在 1996年仍然没有成为自雇劳动力的人则被右删

截(right-censored)。

图2是基于整理过的数据 ,描述了 1978-1996年每年进入自雇业

的发生率。进入自雇业的发生率最初在城乡间没有差别 ,但是自 1982

年中国政府的改革重点开始转向城市时开始分化 。农村的进入率大致

平稳 ,但城市的进入率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断加速 。在 1978年进入自雇

业的发生率农村是 0.17%, 城市是 0.33%;到 1996年 ,农村的进入率

0.50%, 而城市为 1.2%(图中显示的数字已经 LOWESS平滑曲线方法

处理)。

基于整理过的新数据 ,我们使用离散风险模型可以通过常规的二

分变量 Logit模型来估计(Allison ,1982)。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是否

在1978-1996年间的某一年从事自雇业。这是一个二分的虚拟变量

(是=1)。自变量包括干部身份 、党员 、教育 、性别 、年龄 、受访者 14 岁

时父母中是否有一个为自雇业者 、受访者是否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 ,

以及自 1978年到特定年份的时间(如在某一年份成为自雇者 ,则在以

后的年份里就不会出现)。干部身份和党员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政治

资本 。然而 ,正如魏昂德 、李博柏和特雷曼(Walder et al.,2000)所指出

的 ,虽然凭借政治文凭(党员)可能获得干部 管理者身份 ,但是权力在

本质上与后者相关 ,而不是与前者(党员)相关 。干部的主要技能是管

理 ,而且他们经常相互交换彼此的社会关系 ,所以他们更可能摇身一变

为私营企业主 ,在市场上获得新的优势。普通党员则可能没有这样的

优势 ,他们不大可能直接把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特权转化为经济回报 。

因此 ,本文关注“干部”这一变量在进入自雇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将党

员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这两个变量都被编码为虚拟变量(是=1),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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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城市和农村进入自雇业的年发生率(1978-1996)

示在风险年之前的个人特征。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量度 ,是进入自雇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

素。以前有研究报告指出 ,教育的作用可能不是线性的(如路伯尔等

[ Luber et al.,2001] 在西欧国家中观察到的和戈伯[Gerber , 2001] 在俄

罗斯所观察到的), 教育在本文的分析中是一个时变变量(time-

dependent covariate),以风险年前一年所完成的教育程度来测量(1=小

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 技校 ,4=大学及以上)。在本文的模型

中 ,教育被当作一系列的虚拟变量 。

年龄 、性别和父母的自雇身份也是进入自雇业的重要决定因素 。

年龄是用风险年和出生年之间的差值来测量的。与干部身份 、党员和

教育这些变量一样 ,它也是一个时变变量。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

1)。父母的自雇身份这一变量作为对家庭背景作用的一个大致测量 ,

它和因变量的测量方式是一样的 ,即基于所报告的 14岁时父母的主要

收入来源 。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总体上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 ,并没有出现

重大逆转(见图 1),本文在模型中也包括了一个连续变量 ———风险年

与1978年的时间间隔 ,来测量由于私有部门的发展而导致的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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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表2总结了 1978-1996年成为自雇业者的一系列特征。

为了考察进入自雇业的模式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

把1978-1996年这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Ⅰ(1978-1986)是最初

阶段 。在这一阶段 ,市场部门只是再分配经济的一个边缘部门 ,改革的

主要关注点仍然在农村。阶段 Ⅱ(1987-1996)是稍后的阶段。在这一

阶段 ,私有部门发展得很快 ,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为增加 ,特别

是在 90年代的城市里。在表 2中 ,我报告了将自雇者按照他们开始进

入自雇业时所处的改革阶段而进行的交互分类。

　表 2　　不同改革阶段对自雇业者的个人特征(加权后)的描述性统计:

中国城市和农村(1978-1996)

城　　市 农　　村

总样本
阶段Ⅰ

(1978-1986)

阶段Ⅱ

(1987-1996)
总样本

阶段Ⅰ

(1978-1986)

阶段Ⅱ

(1987-1996)

年进入率% .97 .71 1.26 .54 .54 .54

前干部 % 6.88 4.21 8.51 5.18 6.25 4.03

党员 % 2.69 3.95 1.91 2.75 1.88 3.6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2.1 37.7 28.7 37.4 41.3 33.2

　初中 44.3 37.2 48.7 48.2 46.3 50.3

　高中 技校 20.5 22.7 19.1 11.7 10.9 12.4

　大学及以上 3.1 2.4 3.5 2.8 1.5 4.0

男性 % 54.5 61.3 50.3 70.1 72.5 67.4

年龄 29.2 26.9 30.6 25.0 23.1 27.0

(11.0) (11.0) (10.8) (9.61) (8.15) (11.6)

父母为自雇佣者 12.8 16.1 10.9 6.96 7.81 6.04

农村移民 31.3 27.1 33.9 — — —

改革年限 10.5 5.32 13.6 9.09 4.68 13.8

(1978起) (4.69) (2.67) (2.24) (5.18) (2.70) (2.09)

事件的个数 438 170 268 243 130 113

　　说明:数据被加权;对连续变量而言 ,括号中的是标准差。

　　从表 2可以看到 ,在改革的整个阶段 ,城市中进入自雇业的平均年

133

论 文 “下海”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风险率从阶段Ⅰ的 0.71%上升到阶段 Ⅱ的 1.26%;而在农村 ,这样的

平均年风险率在两个改革阶段相差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中的干

部 前干部在自雇者中所占的比例从阶段 Ⅰ的 4.21%上升到了阶段 Ⅱ

的8.51%;而在农村 ,前干部在自雇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下降 ,从

阶段 Ⅰ的 6.25%下降到了阶段 Ⅱ的 4.03%。

下面我通过离散风险模型 ,首先分析城市和农村在进入自雇业模

式方面的不同 ,以及城市中的干部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

然后 ,我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进入自雇业的不同模式对后社会主义

中国收入不平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由于所使用的样本是以 100个城

市街道或县为整群抽样的抽样单位 ,在 Logit模型和风险模型中都需要

对标准误差进行修正(Walder et al.,2000)。为此 ,所有的模型都报告了

稳健标准误差(robust standard errors),以校正抽样以整群为单位(城市

街道或县)可能带来的偏差。

四 、结果分析

(一)事件史分析

表3分别报告了对城市和农村样本使用离散风险模型估计出来的

系数。为了控制改革时间方面的差异 ,我首先估计了加叠模型(模型

1a-城市样本 ,模型 3a-农村样本),用一个连续变量来代表改革年限 。

然后用包含了一个干部身份和改革年限的交互项来检验干部是否更可

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自雇劳动者(模型 1b-城市样本 ,模型 3b-

农村样本)。由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在城市自雇劳动力中超过了

30%(见表1和表2),因而也对删除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样本进

行了单独估计(模型 2a和模型 2b)。

模型 1a 和模型 3a显示 ,城市和农村中进入自雇业的模式有着极

大的不同。在城市 ,干部身份显著阻碍了人们进入自雇业。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情况下 ,干部进入自雇业的风险率只是非干部的 47.7%(=

e
-0.741

,p<.001)。在农村 ,干部比非干部更可能成为自雇者 ,但是这在

风险率上的差别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也许是由于样本太小的原因)。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即认为干部比非干部在城市更不可能成为自

雇者 ,但在农村确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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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城市中的党员比非党员更显著地

不可能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他们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只是非党员

的22%(=e
-1.514

, p<.001)。但是在农村 ,党员和非党员在进入自雇业

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教育对成为自雇者的作用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都具有统计

上的显著性;然而 ,它所起作用的方向却是不同的 。在城市 ,受过更多

教育的人更不可能参与到自雇活动中去。与小学教育及以下的人相

比 ,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及以上的人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分别是

65.8%(=e
-0.418
)、45.6%(=e

-0.786
)、25.3%(=e

-1.374
)。与此不同 , 在

农村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成为自雇者: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及

以上的人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分别是只受过小学教育及以下人的

2.3倍(=e
0.828
)、2.1倍(=e

0.759
)和 8倍(=e

2.075
)。

其余变量的作用也并不令人惊奇。首先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

年龄与进入自雇业的可能性都是反向相关的。年龄每增加一年 ,在城

市将减少 5.8%(=e
-0.060

-1)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 ,在农村这一数字

是6.9%(=e
-0.072

-1 , p<.001)。这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人对再分配

部门所需要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更多的投资 ,因此职业变迁对他们而言

风险更大(Gerber , 2001;Róna-Tas , 1994)。其次 , 就像在其他国家(如

Gerber ,2001)和中国其他背景下(Davis ,1999;Entwisle et.al.,1995)所发

现的那样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成为自雇者 。控制其他因素(p<.001),

男性成为自雇者的风险率在城市是女性的 1.7倍(=e
0.508
),在农村则

是2.2倍(=e
0.766
)。最后 ,家庭背景在城市和农村都显著地影响成为

自雇者的可能。对那些父母至少有一个是自雇者的人(当他们 14 岁

时)来说 ,在城市中他们成为自雇者的风险率是父母都不是自雇者的

2.8倍(=e
1.024
),在农村中则是3.6倍(=e

1.290
)。这一结果验证了以前

的发现 ,即企业家精神可以在代际间传承(如 Szelényi ,1988)。

如上文所提及的 ,我在事件史模型中包含了改革年限这一连续变

量 ,用以检验进入自雇业的时间趋势 。① 模型 1a 和模型 3a 显示 ,进入

自雇业的风险率随着改革的进行有所上升 。在城市 , 1978年之后进入

自雇业的净风险率以每年 10.2%(=e
0.091
-1)的比例上升(p<.001)。

农村这一上升速度则小了很多:进入自雇业的净风险率每年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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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e
0.037
-1 ,p<.05)。这些结果与图 1所显示的模式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干部这一变量对成为自雇者的作用如何随时间的

变化而发生变化 ,我估计了含有干部身份和改革年限交互项的模型(模

型1b -城市样本 ,模型 3b -农村样本)。模型1b中的交互项有一个

显著的系数(p<.05),这表明 ,城市中的干部比非干部仍然更不可能成

为自雇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他们越来越可能这样做。1978年后 ,

干部进入自雇业的净风险率以每年 9.1%(=e
0.087
-1)的速度上升 。

1978年时 , 干部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只是非干部的 18.2%(=

e
-1.705
),但是在 199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87%(=e

-1.705+(96-78)＊0.087
)。这

一结果说明 ,尽管城市干部有双重的机会可供选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 ,他们越来越可能参与到自雇业中去 。假设 2由此得到了支持。

农村转型的情况正好相反 。模型 3b显示 ,农村干部在 1978年(改

革年限=0)成为自雇者的净风险率是非干部的 4.6倍(=e
1.526
, p <

.05),但是从 1978年开始 ,他们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地以每年

11.3%的比例下降 ,其下降速度仅差一点就通过统计显著性的检验了

(p<.10)。这一结果与在城市中发现的模式有极大的不同 。它表明 ,

没有另外的替代性机会的农村干部 ,是最早抓住新出现的市场机会的

群体之一 。由于大部分有企业经营能力的干部可能在改革早期就已经

在农村中成为私营企业主 ,他们不再处于风险之中 。然而 ,进入自雇业

的风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这一事实表明 ,有其他社会群体在

改革的晚些时候不断参与到自雇业中去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干

部和非干部在进入自雇业方面没有总体上的显著差别 。

总结上面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发现 ,进入自雇业的动态模式在城市

和农村中是不同的 ,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随着改革的推

进 ,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人们都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者。尽管干部身份 、

是否是党员和受教育程度都显著地阻碍了人们在城市中成为自雇者 ,

但它们在农村对成为自雇者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或者没有显著的阻

碍作用。而且 ,虽然城市干部最初比非干部更不可能进入自雇业 ,但随

着改革的进行 ,他们越来越可能这样做 。另一方面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农村干部则在改革一开始就已经抓住了成为自雇者的机会 。

需要注意的是 ,城市和农村转型动态模式的不同 ,很可能因改革时

期的人口迁移浪潮而有所偏误 ,特别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迁移 。如

表1所报告的那样 ,城市中超过 30%的人并没有当地的城市户口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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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Aldrich &Waldinger ,1990),那些从农村流动到城

市的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机会 ,因此更可能从事自雇活动 。

为了表明城市进入自雇业的模式并没有被这些流动人口所主导 ,我使

用剔除掉那些非户籍人口的样本重复了上述分析 。模型 2a 和模型 2b

的结果表明 ,剔除掉非户籍人口的影响的转型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

与前面的结果相一致 。

上述来自中国的发现 ,回应了西方众多研究自雇业的社会学文献

(Aldrich &Waldinger ,1990;Arum &Muller ,2004)。一些学者强调自雇

业形成的社会边缘性(social marginality),他们的研究表明 ,自雇者主要

来自于社会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已有

的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之外。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了具有经济资本和

智力资源的特权群体的优势(见Martinelli〔1994〕的文献回顾)。通向自

雇业的不同道路 ,对收入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也有不同的启示意义 。比

如学者们争论 ,最近自雇者群体的发展将导致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

兴起(Steinmetz &Wright ,1989),或者将导致劳动力的边缘化和无产阶

级化(Arum &Muller ,2004)。为了探索上述这些不同的转型过程的启

示意义 ,我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做了一个补充分析 。

(二)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析

在中国 ,有证据表明 ,进入自雇业是向上社会经济流动的一个重要

渠道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自雇者在收入所得方面是赢家 。1996年中

国城市自雇家庭的人均收入为 10975元 ,比那些没有进入自雇职业的

家庭高出 60%。在农村 ,自雇家庭的人均收入为 6666元 ,是那些没有

参与到自雇活动家的人均收入的 2.4倍 。①

为了表明上述不同的转型模式是如何解释 1996年的收入分配的 ,

我估计了以人均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吴晓刚和

谢宇(Wu &Xie ,2003)的研究 ,我将自雇群体细分成两部分:早些时候

进入者(1986年及之前)和晚些时候进入者(1986年之后)。

表4报告了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 。在模型 4a中 ,自变量包括 1986

年人均收入的对数 、教育 、党员 、干部身份 、年龄和进入者类型。这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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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人均收入是根据所报告的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有工作成员的人数得来的。



　表 4　 对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多元线性回归(OLS估计):

中国城市和农村(1996)

变　　量
城　市 农　村

Model 4a Model 4b Model 5a Model 5b

1986年家庭人均收入(ln) .268＊＊＊ .268＊＊＊ .434＊＊＊ .434＊＊＊

(.051) (.051) (.033) (.033)

教育:小学及以下[ 参照类]

　初中 .294＊＊＊ .291＊＊＊ .156＊ .156＊

(.049) (.048) (.059) (.059)

　高中 技校 .331＊＊＊ .332＊＊＊ .409＊＊＊ .408＊＊＊

(.052) (.052) (.066) (.067)

　大学及以上 .482＊＊＊ .477＊＊＊ .172＊＊＊ .173＊＊＊

(.053) (.053) (.155) (.152)

党员(是=1) .121＊＊ .128＊ .105 .106

(.039) (.039) (.080) (.078)

干部(是=1) .069＊＊ .049 .207 .206

(.032) (.031) (.110) (.108)

男性 -.070＊ -.072＊ -.109＊＊ -.110＊＊

(.032) (.028) (.034) (.034)

年龄＊10 .062＊ .061＊ -.026 -.026

(.024) (.024) (.018) (.019)

进入者类型(非自雇佣者[ 参照类] )

　早些进入的人(1978-1986) .024 .018 .511＊＊＊ .516＊＊＊

(.209) (.205) (.107) (.105)

　晚些进入的人(1987-1996) .157＊ .120 .530＊＊＊ .523＊＊＊

(.062) (.067) (.081) (.080)

交互项

　早些进入的人＊干部 — .076 — -.071

(.360) (.467)

　晚些进入的人＊干部 — .602＊ — .459

(.255) (.307)

常数项 6.147＊＊＊ 6.163＊＊＊ 4.949＊＊＊ 4.948＊＊＊

(.338) (.334) (.265) (.265)

R2 .170 .174 .302 .302

N 2247 2247 2586 2586

　　说明:数据限制于那些在 1986年及之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

括号中的数字是根据主要抽样单位(街道 县)调整之后得到的稳健标准误差。数

据被加权。

＊ p<.05 , ＊＊p<.01, ＊＊＊p<.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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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编码方法和前面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① 由于我们在方程中控制

了1986年人均收入的对数 ,自变量对 1996年人均收入的对数的净作

用可以理解为对收入变化的净作用。与边燕杰和罗根(Bian &Logon ,

1996)以及周雪光(Zhou ,2000)所报告的结果类似 ,教育 、党员和干部身

份都对收入增长有正向作用(p<.001)。年龄的作用也是显著正向的

(p<.001)。在1986-1996年间 ,男性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女性。②

　　模型 4a中最有趣的发现是 ,只有那些在 1986年之后进入自雇业

的人 ,才比那些仍留在原有位置挣工资的人具有收入上的优势 ,这一优

势为 17.0%(=e
0.157
-1)。这一结果验证了吴晓刚和谢宇(Wu &Xie ,

2003)的观点 ,即认为具有更多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在改革的晚些

阶段是自我选择进入到市场部门的 ,而这些人在收入方面往往高于其

他人(另可参见 Szelényi &Kostello ,1996;Xie &Wu ,2005)。

前面的分析表明 ,城市干部更可能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成为自雇者 ,

这改变了城市自雇劳动力的组成成分。为了检视城市自雇劳动力在这

方面的变化(即有更多的干部企业家)是否能够解释晚些时候进入者的

收入优势 ,我在模型 4b中包含了干部身份和进入者类型的交互项 。结

果表明 ,晚些时候进入者的收入优势 ,完全来自于那些在 1987-1996

年间开始从事自雇活动的干部企业家们(cadre entrepreneurs)所具有的

优势 。1996年干部企业家的收入是普通自雇者收入的 2.06 倍(=

e
0.602+0.120

),而且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05)。这一结果支持

了假设3 。

上面的这些结果在农村这一不同背景下也显示出不同。模型 5a

和5b显示 ,无论自雇者何时进入自雇业 ,他们在 1996年比非自雇者显

示出更高的收入优势 ,这一优势为 68%(p<.001)。干部身份和进入者

类型的交互项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明由干部转成私营企业家并不比

由其他背景转成私营企业家更具优势。

城市和农村的这些不同 ,为我们理解制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动

力流动过程如何塑造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这

些不同的模式表明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连接制度转型和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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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换句话说 ,这 10年中人均收入的性别差距缩小了。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省份作为一系列虚拟变量也被包含在了模型当中 ,它们显著影响收入。但是加入省份变

量之后 ,所估计出的个人特征的系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样的。为了节省篇幅 , 这里
只报告没有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的劳动力的不同流动过程 ,我们就不能直接从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

配模式来推断制度变迁的影响 。

五 、总结和讨论

　　20多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贫苦农民没有想到 ,当他们在一

纸文书上按下指印 ,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包产到户”之时 , 他们的英雄

举动竟然写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变革的第一篇章 ———农村改革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研究制度转型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 ,我们

应当将利益(interest)与行动者(agency)置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位置 , 因

为 ,正如迪玛佐(DiMaggio ,1988)所指出的:“没有利益群体的介入 ,制度

永远不可能发展和运作” ,而制度的维续和变迁取决于那些行动(act)

和不行动(not act)的人竞争的结果 。

社会学家对制度主义 结构主义的一般批评同样适用于关于社会

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 ,即他们往往把个人行动者(human agency)看

作是完全被动地受制度和结构的影响与制约 ,而忽视了制度 结构从何

而来的问题。正如布劳(Blau , 1977:5)所说的:“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

部分不同形式的结构变迁里的本质要素 。”基于此 ,本文提出了一个机

会—流动的分析框架 ,分析了劳动者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以及在不同的

改革阶段进入自雇业的模式 ,并将这些模式与中国收入分配模式的变

化联系起来。本文特别关注干部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为此提出了三

个研究假设 ,并通过数据分析支持了这三个假设。本文的分析结果表

明 ,进入自雇佣业的模式在城市和农村几乎完全不同:教育因素在城市

中阻碍了劳动者进入自雇佣业 ,而在农村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党员和干

部身份在城市中都显著地减少了劳动者进入自雇业的可能性 ,但是在

农村都对劳动者进入自雇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 1)。

很明显 ,中国的转型轨迹为城市的干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成为自

雇者的机会。在城市 ,干部尽管仍然比非干部更不可能进入自雇业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越来越可能这么做(假设 2)。在农村 ,干部是最

早抓住企业经营机会的群体之一。之后 ,他们看起来没有了优势 。

这些在中国不同背景下进入自雇业模式的差异 ,很好地表明了市

场转型的社会结果和社会过程是多么复杂 。事实上 ,市场转型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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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都能从复杂的图景中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 。比

如 ,上述在农村地区的转型画面与市场转型论相一致:人力资本(教育)

增加了人们进入自雇业的机会 ,而政治特征则对获得有利的市场机会

没有显著的作用(Nee , 1989a)。然而 ,当我们跳出农村这一背景 ,却发

现在城市中并不是这样。尽管城市干部仍然比非干部更不可能成为自

雇业者 ,但他们在改革的晚些阶段越来越可能这样做 。这与罗纳塔斯

(Róna-Tas ,1994)所发现的且仍在进行的“权力转型”过程相一致。

在我看来 ,这些争议并非来自于从不同途径得到的经验结果 ,而是

来自于学者们为了理解这些经验结果而采用的理论框架。如果从中国

农村得到关于“干部与群众在成为私营企业家方面没有显著差别”

(Nee ,1989a)的结果反映了市场化的作用 ,那么在城市中“干部比群众

更不可能成为私营企业家”这一发现 ,就会在同样一个解释框架下成为

问题 ,因为再分配权力理应在城市更为盛行。另一方面 ,我们所观察到

的干部企业家的收入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来自于他们过去所拥有的权

力 ,而可能只是反映了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作用(Gerber ,1999;Xie

&Wu ,2005)。

因此 ,我强调机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人的选择性流动 ,是宏观制度转

型和社会分层结果变化之间的一个中间过程 ,而不是简单地假设说 ,制

度本身对分层结果具有内在的作用 。市场转型的结果将依赖于扩大了

的市场部门怎样改变不同社会行动者所面对的机会结构 ,以及社会行

动者如何回应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本文的分析表明 ,那些能够在变

化了的结构里将自己更好定位的人将胜出。他们将重新确定自己的优

势 ,并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 。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第一 ,自雇业者在本文中被定义得很宽泛 ,特

别是在城市和农村的背景下 ,它可能包括非常具有异质性的活动 。因

此 ,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有更为细致的分类 ,来讨论向自雇业流动的社会

经济涵义(见Wu , 2006)。第二 ,由于数据的关系 ,中国自20世纪 90年

代中期以来在经济转型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并没有在本文的分析中反

映出来。比如 ,农村集体部门的干部 管理者现在可以合法地将自己转

换为私营企业主(Li &Rozelle ,2003),城市中的干部现在也可能以非法

的手段侵吞国有财产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企业(Walder ,2003)。另外 ,国

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也导致了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率的上升 ,从而迫

使一些工人从事小规模的自雇活动以谋生计。在那些情况下 ,自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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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 “一个穷人的避难所” , 而不是 “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

(Hanley ,2000);机会结构和流动机制也可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所以 ,

以后的研究需要将正在变化的机会结构和一些具体的变量联系起来 ,

以进一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机会 —流动”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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